
媒体框架效应中的民众国家安全观
———以经贸安全为议题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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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为考察在信息海量增长的新媒体环境下,民众对涉及国家安

全事务的认知与态度的现状及成因,文章以中美经贸摩擦这一重要的经贸安

全事务为议题材料,通过实验室实验研究法,来探讨不同属性的媒体框架如

何影响中国民众对经贸安全的认知与应对态度,并运用追踪调查法来揭示这

种影响是否具有明显的时间持续性.根据亲中—亲美基本立场的差异,文章

设计出亲中、亲美、竞争以及自由讨论四项基本的媒体框架类型.研究发现,
亲中框架、竞争框架与讨论框架对被试经贸安全观的作用都是单一维度的,
即只在态度主张或认知维度上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被试在认知和态度两个维

度上均未受即时的亲美框架信息的刺激.这表明,在长期受爱国主义教育过

程中,人们的安全认知模式和态度较为稳定,并适应于同质化的舆论信息环

境.文章试图综合媒体监管等结构性动因与微观认知心理机制,来解释上述

差异现象.最后,就未来如何理解国际竞争格局中一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以

及如何对全民展开国家安全教育实践做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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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安全战略思维,国家安全观从根本上反映了人们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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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所处的安全局势的认知模式和信念体系.了解民众的国家安全观是现代民

主国家制定科学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必要基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体

系中,中国面临的外部威胁和挑战也达到新的高度.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

制裁成为西方世界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手段,给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

展造成严重威胁.与此同时,在信息海量增长的新媒体时代,浏览各种媒体

信息俨然成为民众了解和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渠道.不同属性的媒体对于国

家安全事务的报道信息,会对受众的主观安全感知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不仅

受个体内在的心理特质的影响,还受到外在的媒体框架的刺激,即框架效

应.对此,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信息海量增长的新媒体时代,媒体信息

框架如何影响受众对涉及国家安全事务的认知及应对态度? 这种影响是否具

有时间上的持续性? 考察民众的国家安全观在不同媒体框架下是否存在差

异,主要基于如下理论或现实的考虑:首先,受众既有的价值信念体系多大

程度上会受其所接触的媒体信息内容的塑造? 对此,传播学界存在 “魔弹

论”“有限效果论”等争论,这为了解民众国家安全观这一特殊的信念体系

提供了理论空间.其次,宏观的制度与微观的认知基础联系密切.型塑民众

国家安全观的微观心理机制与宏观的信息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逻辑是什么?
目前的研究缺乏对宏观体制因素与微观心理机制进行有效融合.最后,了解

民众国家安全观生成及演变的微观心理机制,有助于完善当前中国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实践的引导策略,以期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竞争格局中,更准确地掌

握他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变动向.

二、理论与议题

(一)国家安全观:概念与形成路径

既有研究倾向于将国家安全观视为国家对自身所处环境没有威胁的客观

状态的主观感知,涉及对威胁的来源、安全保护对象、维护安全的手段等问

题的系统性思考.① 少数学者主张应从认知、态度评价及预期三个层次入手

分析国家安全观.② 这些研究强调国家行为体对一国所处环境的客观安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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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主观感知,具有鲜明的 “国家中心主义”色彩.然而,作为行动和结果

的前提,观念在终极意义上由个人而非集体所萌发和持有.① 组织层面的观

念往往是个体观念的 “集合”.为此,本文将国家安全观视为民众对一国所

处环境的客观安全态势的认知与应对态度,即从事实认知和态度立场两个维

度来理解民众对涉及国家安全事务所形成的观念体系 (即民众的国家安全

观).其中,认知层面反映了人们对影响国家安全的诸多因素的识别与判断,
并在此基础上表现出选择何种维护国家安全策略的态度立场.这样,我们对

国家安全观的概念界定,便与既有侧重探讨国家行为体的国家安全观的做法

区别开来.不过,普通民众与政党和国家等组织行为体的国家安全观联系密

切,其中,权力规训、从众心理等多种机制发挥着 “联结”作用.
目前关于国家安全观的形成与演变路径的探讨,同样侧重从国家行为体

的视角展开.尹继武通过比较不同国家行为体的思维模式后发现,二元对立

的西式民主思维追求绝对安全,而强调包容共存 (多元一体)的东方文化则

秉持相对安全的理念.② 这表明,认知模式是影响国家安全观的微观基础.
还有学者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相继提出亚太安全观、亚洲新安

全观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呈现一种变迁历程.③ 与此前的安全观相比,总

体国家安全观是对各项传统安全要素的统筹,具有丰富的系统性思维.④ 然

而,从国家行为体角度探讨国家安全观的演变逻辑,更多聚焦于理论阐释,
而缺乏经验的实证检验.还有研究讨论了国家安全观如何引导一国设置对外

战略议程,指出国家行为体对外部威胁的认知会影响其应对策略偏好.⑤ 例

如,莫迪政府对中方的安全战略认知会左右其对华政策议程的设置.⑥ 遗憾

的是,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国家行为体或政治精英的国家安全观及其后果,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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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了普通民众的国家安全观.尽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学者尝试

为民众的国家安全观提供思辨性分析,① 但这类论述仍未能厘清民众国家安

全观的生成机理.
(二)媒体框架与民众国家安全观

观念的演变往往离不开人们对外部情境的感知,而以框架化为底色的媒

体信息则成为联结个体内在心理因素与外部情境态势判断的关键机制.

１媒体框架效应:理解民众国家安全观的新视角

媒体框架是指通过电视等具体信息源来框定某议题与哪些事项有关,进

而影响受众判断和态度表达的过程,② 这包括受众对该议题给予定性、归因

解释、道德评估或提供应对方案等基本环节.③ 框架能发挥什么样的效果,
与框架自身特性、受众心理特性以及框架发生的具体情境这三类要素有关.④

框架效应与议程设置理论密切相关,议程是特定精英或媒体所框定的对象或

内容,而要理解塑造受众政治态度的框架效应机理,则需在具体的议程中加

以考察.⑤ 鉴于此,本文结合宏观社会结构因素和微观心理机制,为理解民

众国家安全观的生成逻辑提供媒体框架效应的解释.
在新媒体时代,人们接触到的信息往往是经过别人加工过的 “二手材

料”,并据此来认识世界.这种 “拟态环境”表明,人们往往无意识地将脑

中的图景当作真实的外部世界.⑥ 显然,媒体框架并非简单地生产、传递信

息,而是 会 在 形 式 和 内 容 上 直 接 影 响 人 的 认 知 和 态 度.扎 勒 (John
RZaller)认为,人们政治态度的形成或变化往往是在其接触什么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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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信息的解读过程中完成的.① 对此,卡尔斯特 (ManuelCastells)直

接将信息视为权力.② 近年来,型塑民众政治态度的媒体框架效应,逐渐得

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一项新近的实验研究表明,亲中框架表现出强大且持久

的框架效应,亲美框架则表现出 “逆火”效应.③ 在面临复杂的议题时,现

实舆论中的多种媒体框架会在不同程度上激发国内民众对美国的敌视态度.④

另有实验研究从侧面验证,长期接触境外媒体信息的受众,对地方政府的信

任一度下降.⑤ 这表明,长期接触不同属性的媒体信息,受众的政治态度会

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对理解国家安全观这一具体的信念体系在不同媒体框架

中的现状,提供了必要的启发.

２认知心理机制:民众国家安全观生成的微观基础

社会认知研究旨在揭示外在信息刺激态度反应这一 “黑箱”过程.西蒙

(HerbertASimon)从信息加工和生理反应两个过程考察人对外部世界的认

知模式.⑥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基础认知模式、锚定效应 (或图式理论)
等具体机制来理解民众国家安全观的生成逻辑.

首先,关于塑造民众国家安全观的基础认知模式.人们处理信息的思维

系统可以分为系统１—系统２两种基本类型,⑦ 对于影响受众的威胁感知与策

略选 择 的 框 架 效 应 机 制,特 沃 斯 基 (AmosTversky)和 卡 尼 曼 (Daniel
Kahneman)曾基于不同方案的表述形式如何影响人们对某疾病治疗方案的选择,
做了一项经典实验,发现表述方式的差异影响了受众的策略选择.⑧ 这表明,个

体对某项风险的威胁感知及应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框架类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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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以锚定效应为基础的信息处理心理机制,为理解国家安全观的媒

体框架效应提供了解释.根据参照对象 (即 “锚”)的时间方位不同,可将

锚定思维分为历史记忆 (即 “古”为 “今”锚)、诱发定势 (即以当前的关

注点为 “锚”)以及愿望思维 (以对未来的预期为 “锚”)等更具体的心理机

制.① 由于个体在处理信息的意愿和能力方面总是有限的,因而倾向于通过

具体的心理机制来处理信息,与既有信念体系保持一致,以缓解因认知失调

而产生的焦虑感.② 一项研究将信息 “先占优势”理论放在中国舆论情境中

加以检验后发现,个体接收其脑中率先搜寻到的信息后,后续行为很大程度

上受该信息的影响,且不会轻易改变先前的信念.③ 这有助于理解为何公众

在获取关于本国利益受损或安全受到威胁的信息时,往往会表现出愤怒情绪的

民族主义现象.类似地,图式理论或启发法 (如隐喻思维)可作为理解民众国

家安全观生成的具体认知模式.“图式”将既有经验信息组织起来,在新的情

境下提供与之相关的认知结构 (如过滤剩余信息,或补充缺失信息),进而帮

助人们迅速做出判断.④ 启发法作为一种认知捷径,在处理复杂信息时较为便

捷,但也会产生诸多消极后果.例如,根据即时联想或启动的信息做出决策,
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容易忽视与既有信念体系不一致的信息,从而产生

认知上的偏误.⑤ 当人们缺乏相应的理性认知能力,则倾向于借助图式、隐

喻等机制来处理复杂的政治信息,并据此来判断、应对外部局势的变化.

３时间性:理解民众国家安全观的动态变化

与政治家相比,普通民众处理国家间利益纠纷这类复杂性议题往往更困

难.一方面,由于该群体掌握的信息十分有限,因而更倾向于根据既有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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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模式来处理这类议题信息.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相应的政治训练,普通民

众难以形成更为系统的认知与信念体系.① 考虑到学界对政治态度是否稳定

存在争议,有必要考察民众国家安全观这一具体的政治观念是否随时间变化

而持续变化.由于人们所处情境的复杂多变,并随着阅历的积累,个体在不

同时段对同一议题的认知和态度可能不同.换言之,相同属性的媒体框架在

不同时段对民众国家安全观或许存在不同的影响.
(三)既有研究的局限与思考

学界围绕国家安全观的概念及形成逻辑展开了初步的探讨,为我们理解

民众国家安全观的形成逻辑提供了启发性思考,但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围绕

国家安全观的既有研究没有赋予普通民众应有的价值关怀,现代民主体制的

设计原则意味着,一项公共政策本质上是公共意志的体现,因而对国家安全

观的探讨,最终需回到民众层面.无论从观念的最终落脚点还是从合法性角

度看,“把民众带回来”是国家安全观研究的应有之义.二是在理论范式上,
既有研究多停留在宏大叙事层面,缺乏认知心理等微观理论的支撑和实证方

法的检视.在信息海量增长的新媒体时代,人们所接触的信息往往是经过加

工的 “二手”信息,因而生产、传播信息的各种媒体无疑会影响到受众对涉

及国家安全事务的认知及态度反应.那么,在接触不同类型的媒体框架信息

后,受众的心理机制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民众的国家安全观? 这一问题尚未

得到理论层面的有效论证和经验层面的解释.对此,我们借鉴学界关于人们

处理复杂政治信息的一般认知模式或政治态度的研究成果来理解民众国家安

全观,并由此展开下一步的研究设计工作.

三、研究设计

政治传播和政治心理领域围绕型塑受众基础政治态度的框架效应做了大量尝

试,或许能为解码民众国家安全观生成的媒体框架效应机理提供有益的启发.
(一)民众国家安全观:分析框架与假设

本文主要聚焦两个问题:一是探讨不同属性的媒体框架对民众国家安全

观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二是这种差异是否具备明显的时间延续性? 与西方

—２８—

① PhillipConverse,“TheNatureofBeliefSystemsin MassPublics”,in David Aptered,

IdeologyandItsDiscontent,NewYork:FreePressofGlencoe,１９６４,pp２０６Ｇ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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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舆论环境不同,当前中国的舆论环境表现为官媒主导,各种社交媒体接

受官方指导,且各类官方组织逐渐入驻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国内舆论同质化程

度呈逐渐增强的态势.综合国内舆情现状和既有研究成果,我们或许可以对民

众国家安全观的生成路径做这样的描述———特定安全问题的出现,获得行为体

的注意,由此设置相应的议程→媒体报道会刺激受众的安全感知 (即启动人们

识别威胁信息的认知模式)→受众尝试通过寻找其他信息等方式来削弱威胁

感,以保持与既有的信念体系的一致→最终呈现某种系统化的安全思维 (即安

全观).那么,当受众接触某类媒体框架信息时 (如强调战略竞争,或凸显双

边合作),是倾向于表现出 “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要坚定捍卫国家主权”
的强硬型安全观,还是更注重理性分析,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温和型安全

观? 本文结合传播学、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形成以下分析框架 (见图１).

图１　民众国家安全观型塑的媒体框架效应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前期理论化工作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不同属性的媒体框架对民众国家安全观在作用方向和程度上可

能存在明显的差异.
假设２:媒体框架对民众国家安全观的作用效果可能随时间的变化而逐

渐减弱,不太可能具备明显的时间持续性.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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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议题选择与研究对象

国家安全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和屏障.在全球化时代,作为非

传统安全领域的一项基础性议题,经贸安全一定程度上统筹了安全与发展的两

大基本面向;２０１８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发起对华贸易制裁,造

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民众 (尤其是在首都等特大城市高校的大学

生群体)或多或少会接收到与贸易战有关的信息,或涉及对该议题的思考;另

一方面,由于大多数民众缺乏相关的理论知识和实务经验,对该议题的了解可

能不够深入,而这恰好为媒体框架发挥作用提供了场域.通过揭示民众对于经

贸安全事务的认知和应对态度,文章试图勾勒出民众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状况.
关于本研究的实验材料选取,我们以２０１８年３月美国实施对华贸易制

裁为议题,梳理中国官方围绕该议题的舆论回应的两种基本立场:一是 “亲
中”型,如 «环球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 «用打抗美援朝的意志打对美贸易

战»作为反击,激活民族主义情绪;二是 “亲美”型,注重用事实和证据凸

显中方的贡献,强调贸易争端的本质是美方对贸易逆差的误读,希望通过对

话来解决分歧,经典材料如 «环球时报»推送的图文 «美媒终于算对了中美

贸易战这笔账».① 后者这类温和、平衡的舆论更加注重对中美贸易战进行反

思和理性分析,将贸易战的根源视为意识形态分歧 (文明的冲突),认为中

国需深化改革,顶住压力.简言之,面对同一事件,中国官媒先后表现出

“亲中”“亲美”两种不同属性的媒体框架.
关于媒体框架对大学生政治态度的影响,已得到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关

注.在此基础上,我们选择大学生群体作为实验对象,来考察中国民众经贸

安全观的生成逻辑,主要是因为:一是心理机制的基础性.青年大学生接触

何种媒体信息后的国家安全观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或预测其他群体

接触相应的媒体框架信息后的安全认知与态度状况.二是该群体的重要性.
青年大学生群体作为新媒体时代的 “弄潮儿”,走在信息时代的前列,对各类

媒体的使用更加频繁.同时,作为未来国家安全事业建设的主力军,该群体的

国家安全观关系到今后国家安全战略和事业发展的前景.三是由于研究经费的

—４８—

① «环球时报»于２０１８年４月７日在第７版发表了 «用打抗美援朝的意志打对美贸易战»这篇

评论.随后,«环球时报»微信公众号于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０日推送了 «美媒终于算对了中美贸易战这笔

账»这篇图文.为研究便利,我们结合上述报道内容提取核心论点和论据,并以相似的篇幅和排版

生成实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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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以大学生国家安全观作为分析对象更具备研究上的便利性和可行性.
(三)民众经贸安全观的实验实施

在实验准备阶段,我们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公开招募了６名实验助理和１２３
名被试,他们均是来自北京某重点高校的本、硕、博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
根据参与实验的时间长短,我们以每人８０~１００元 (人民币)不等的金额支

付被试的酬劳.本文通过以群体为测试单位的分组比较及前后比较,来探讨

民众国家安全观的变化逻辑.在呈现特定框架之前,我们先测试受众关于贸

易战的具体认知与态度,即 T０时刻的经贸安全观.随后,通过随机化分组

来控制或稀释个体特质的差异可能对结果造成的解释偏差.在实验研究中,
研究者往往通过以群体为观测单位的分组和 “前测—后测”的比较,来揭示

被试的政治态度.① 这样一来,通过随机化分组,我们只需关注关键性变量

(或施加的刺激)是否会对被试群体产生预期的效果即可.为考察 T１时刻被

试的经贸安全观,实验分为四组:第一组 (亲中组)被试者只阅读亲中立场

的材料,然后回答问题;第二组 (亲美组)被试者只阅读亲美立场的材料,
随后回答问题;第三组 (竞争组)被试者同时阅读亲中、亲美的材料,然后

回答问题;第四组 (自由讨论组)不仅同时阅读两类材料,还进行适当的讨

论,再回答问题,这是为了探究在不同属性的竞争框架信息的情境中,被试

能否通过充分的讨论来减少政治立场的对立,寻求共识.其中,前三组每组

的实验进行时间约３０分钟,最后一组由于添加了讨论环节,实验进行时间约

４５分钟.实验开始前,主试先说明实验注意事项,并要求实验助理在实验过

程中避免干涉被试的讨论或回答,以尽量减少外部压力对被试答题的影响.
为了解媒体框架对民众国家安全观的影响是否具有持续性,在实验结束

一个多月后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月底),我们通过网络问卷的形式对参加上述实验

的被试展开追踪调查 (主要通过微信或短信的方式与被试取得联系),获取

了有效问卷１０６份,再次测试被试对涉及经贸安全事务的认知状况和应对态

度 (即 T２时刻的经贸安全观).追踪调查仍遵循此前实验室实验的随机化分

组原则,这样,便将在 T１~T２时刻这一个多月里可能影响被试经贸安全观

的各类因素 (如生活环境、他人观点等) “随机”化或稀释了,进而观察一

—５８—

① AllysonHolbrookandJamesDruckman,“AttitudeChangeExperimentsinPoliticalScience”,

inJamesDruckman,GreeneDonald,JamesKuklinskiandLupiaArthureds,CambridgeHandbook
ofExperimentalPoliticalScienc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１,pp１４１Ｇ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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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前的实验刺激效果是否仍持续增强或削弱.此外,我们注意到,这一个

月里并没有发生影响人们认知或态度发生显著变化的重大事件.这表明,在

此环节可能干扰结论的各项因素得到有效控制.

图２　大学生经贸安全观的实验操作流程

资料来源:２０１８年中美贸易摩擦的大学生实验数据,该实验流程由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马得勇教授设计并主导,在此表示感谢

(四)经贸安全观的概念测量

本文将经贸安全观视为民众对一国涉及经贸安全事务的认知,以及采取

何种策略来维护经贸安全的立场态度的思维体系.考察民众的经贸安全观,
可通过不同媒体框架下民众对经贸安全的事实认知这一维度的差异和变化,
以及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立场这一维度的差异和变化两个层面得以体现.

首先,关于涉及经贸安全事务的事实认知 (即经贸安全观的认知维度).
民众对关于经贸安全事实的认知差异及变化,较为明显地反映出个体所受何

种类型媒体框架信息的影响.该指标的问题设置从正反两个向度分别表述

为,“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完全是美国挑起的,中国没有错”“美国对中国打贸

易战,是因为中国没有遵守此前加入世贸组织 (WTO)的承诺”.这两个问

题分别从亲中、亲美两个基本立场,考察被试对以中美贸易摩擦为核心议题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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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贸安全事务的认知状况.在实验正式开始之前 (T０时刻)、实验过程中

(T１时刻)以及实验结束后一个月的追踪调查 (T２时刻),我们均要求被试

对上述两个问题表述的同意程度做出回答.①

其次,关于维护经贸安全策略的立场主张 (即经贸安全观的态度维度).
在特定媒体框架的信息刺激下,受众的经贸安全观这一具体的政治态度是否

具有差异,以及是否随时间变化,是本研究的重点内容.该指标的问题设置

分别表述为:“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和美国打这场贸易战,决不妥协”“为
了尽可能减少对中国经济的不良影响,在贸易战问题上中国有必要向美国做

出适当的妥协和承诺”.与上述指标一致,这两个问题分别从亲中、亲美基

本立场考察被试对维护经贸安全的策略主张或态度立场.同样地,我们在

T０、T１、T２时刻分别要求被试对这两个问题表述的同意程度做出回答.②

此外,被试的背景信息主要包括:年龄 (原始记录)、性别 (女＝０,男＝１)、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１,其他＝０)、社会满意度 (很不满意＝１,不太满意＝２,
一般＝３,比较满意＝４,非常满意＝５)、政治兴趣 (不太感兴趣＝１,一般＝２,
比较感兴趣＝３,很感兴趣＝４)、对贸易战的关注程度 (完全没听说＝１,不太关

注＝２,比较关注＝３,非常关注＝４).这些变量有必要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后续的

分析过程,以控制先天条件可能对被试的经贸安全观所造成的干扰.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均值能够描绘主要变量的基本分布状况,在随机化分组后,不同属性的

媒体框架 (各组)变量的均值信息如表１所示.其中,性别、年龄、政治面

貌这类人口学变量,以及社会满意度、政治兴趣、对贸易战的关注度等社会

态度变量的均值在各组间的分布较为均匀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变量在

—７８—

①

②

这两个问题的原始问卷的选项均设置为:１＝强烈同意,２＝同意,３＝中立 (不知道);４＝
反对,５＝强烈反对.为方便数据分析,本文将赋值倒过来而对该变量重新编码,这样,数值越大,
表示同意程度越高 (即越认为错在美方).可靠性分析显示克隆巴赫 (Cronbach)系数是０６２９９,根

据学界通常采用的做法 (克隆巴赫系数在０６~０８之间,表示信度较好),表明该指标测量的信度

较好.
对经贸安全的态度维度的操作方式同上,可靠性分析显示克隆巴赫系数是０６１９９,表明该

指标测量的信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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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间的分布并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被试的平均年龄接近２３岁,学

习阶段以硕士生为主,且多为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样本分布比较符合该校的

实际情况.总体而言,经随机化分组后,我们对上述人口学变量和基础社会

态度变量实现了较好的控制,可以为后续的分析做准备.

表１　不同属性媒体框架下变量的均值分布状况

　　　　变量

组别　　　　
性别 年龄 政治面貌 社会满意度 政治兴趣

对贸易战的

关注度

亲中框架 (n＝２６) ０４６ ２３０８ ０４６ ３６２ ２６５ ２８８

亲美框架 (n＝２９) ０４５ ２２５５ ０３４ ３８３ ２５２ ３１４

竞争框架 (n＝２７) ０４１ ２２６７ ０４８ ３５９ ２５６ ３２２

讨论框架 (n＝２４) ０３８ ２３４２ ０４２ ３３６ ２３８ ２９１

全部样本 (N＝１０６) ０４２ ２２９１ ０４２ ３６３ ２５３ ３０５

方差分析 ０９３ ０７２ ０７５ ０３３ ０７３ ０１３

说明:均值取小数点后两位,小写字母n为每组的样本量,大写字母 N为总样本量

资料来源:同图２

(二)回归结果呈现

在呈现各组间变量的均值分布状况后,本文将分别描述被试对经贸安全

观的事实认知、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这两个维度在各媒体框架中的差异及变

化.在图３、图４中,中心点为均值,竖线为９５％的置信区间.

１经贸安全观的认知维度

在考察不同类型媒体框架下民众的经贸安全观是否存在差异前,笔者先对

随机化分组及实验前测 (T０时刻)的测量效果进行检验,运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对T０时刻的测量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阅读实验材料前 (即未接受相

关媒体框架信息的刺激),不同媒体框架信息对被试经贸安全认知的影响并不

具备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p值为０６８３５).随机化分组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不同媒体框架下被试对涉及经贸安全事务的认知存在明显的差异,即四

组被试在经贸安全认知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其中,亲中框架 (亲中组)
被试对经贸安全的认知在接受实验刺激后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p＞０１),①

—８８—

① 关于被试的经贸安全认知是否显著地受到媒体框架的影响的检验方法为配对样本t检验,

∗:p＜０１,∗∗:p＜００５,∗∗∗:p＜００１,p值表示媒体框架对被试经贸安全认知的影响是否具备统计上的

显著性.后面关于被试对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主张是否显著地受到媒体框架的影响的检验方法与此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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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被试浏览亲中框架信息后,并没有对自身的安全认知模式产生显著的影

响.亲美框架 (亲美组)与竞争框架 (竞争组)的被试对经贸安全的认知在

实验过程中均经历了上升趋势 (即趋于认为贸易战完全由美方挑起),但这

一变化过程并不显著 (p 值分别为０２０６２,０５４１７).这或许反映了长期生

活在舆论高度同质化的信息环境下,人们的安全认知模式较为稳固.与前三

组框架效果完全相反的是,讨论框架 (竞争＋自由讨论组)对被试经贸安全

的认知产生了明显的负向影响,即接触该框架信息后,被试愈加不认为中美

贸易摩擦完全由美方挑起 (p 值为００１).这一结果表明,当处在自由讨论

环境下时,人们更倾向于表现出更加温和的、进行自我反思的认知模式.

图３　各组被试在不同时段关于经贸安全的认知变化状况

说明:纵轴数字表示均值

资料来源:同图２

由图３直观可见,被试经贸安全认知的媒体框架效应总体上并不具备明

显的时间持续变化特征.一个月后,亲中框架 (亲中组)被试的安全认知表

现为趋于温和、理性的判断模式 (即认为中方应适当反思),但这一变化趋

势并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 (p 值为０１６).亲中框架对被试的经贸安全认

知模式的影响较为稳定.这或许是由于长期生活在舆论同质化程度较高,且

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背景下,该群体经贸安全的认知模式更不容易受到

即时的亲中媒体框架信息的影响.相比之下,单独出现的亲美框架尽管在实

验中并未对被试的经贸安全认知产生明显的影响,但一个月之后 (T２时刻)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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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边缘显著的上升趋势,① 即更加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完全由美方挑起.
换言之,亲美框架信息对被试安全认知模式的影响,经历了持续上升的趋势

(表现为 T１、T２时刻被试的认知模式均趋于强硬,但 T１时刻的增强趋势并

不显著).类似地,竞争框架信息对被试经贸安全认知的影响出现了下降的

趋势,即向实验前的认知水平靠拢,但这一影响过程并不显著 (p 值为

０８５１６).竞争框架对被试经贸安全认知的影响,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

变化过程,但整个变化过程都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因此,在竞争框架

下,被试的认知模式基本是稳定的.讨论框架 (讨论组)对被试经贸安全认

知的影响在作用方向、变化幅度上与其他三组媒体框架有所不同.经充分讨

论后,被试对经贸安全的认知显著趋于理性 (表现为越不认为中美贸易摩擦

完全由美国发起,p值为００１),但一个月后显著地往实验前的认知水平移

动 (甚至超过了T０时刻的认知程度,p值为００１１７),即该组的被试更倾向

于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完全由美国发起,并且变化幅度比其他三组更明显 (T１
时刻的认知均值比 T０时刻下降了０２９１７,T２时刻的认知均值比 T１时刻上

升了０３５４２).
在影响民众经贸安全认知的诸多媒体框架类型中,讨论框架的影响最为

明显.当处于充分讨论的自由舆论环境中时,被试对涉及经贸安全事务这类

复杂性安全议题的认知趋于理性.然而,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人们恢复到既

往舆论信息环境的生活状态,更多受到来自同质化的官媒信息的影响,其经

贸安全认知模式甚至超过实验前的认知水平.这表明,人们对涉及国家安全

事务的认知模式很可能会受到所处社会的公共舆论氛围的影响,因而,给予

适当的讨论空间,可能有助于培育民众温和、理性的经贸安全认知模式.另

外,即时的亲中框架信息未对被试的经贸安全认知产生明显的影响,这或许

是因为经长期爱国主义教育所塑造的认知模式是根深蒂固的,难以为瞬时的

亲中框架媒体信息刺激所 “撼动”.这意味着,在同质化的舆论信息环境中,
处于深层次的认知模式这一心理机制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相比之下,亲美框

架对被试经贸安全认知的影响甚至一度表现出 “逆火”效应.当被试接收到

即时的与既有信念体系不一致的信息 (如亲美框架信息)时,可能产生认知

上的失调,进而激活既有的认知图式来消解这部分的异质性信息,使之与既

—０９—

① 这里,我们将 T２时刻亲美框架对被试经贸安全认知的作用效果,视为达到显著影响的边缘

(p值为０１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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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认知模式保持一致 (表现为一个月后,亲美组被试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认知

表现出更为强硬的模式,且达到了统计上显著的边缘).简言之,上述不同

属性的媒体框架对被试关于经贸安全认知模式的影响状况,从不同侧面证实

了在长期且高度同质化的舆论信息环境下,人们的认知模式较为稳固.

２经贸安全观的态度维度

与前类似,在考察不同属性媒体框架下被试经贸安全的态度主张是否存

在差异之前,文章有必要对随机化分组及实验前测 (T０时刻)的测量效果

进行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不同媒体框架情境下的被试在阅读

实验材料前 (即未接受相关媒体框架信息的刺激),对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

主张并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p 值为０１３６７).随机化分组取得了预期

的效果.

通过考察不同属性的媒体框架对被试维护经贸安全态度的影响是否具

有显著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是否具备明显的时间持续特征后发现,亲中

框架和竞争框架对被试维护经贸安全的策略主张存在显著的影响,且均明

显地经历了先上升、再下降的变化过程 (亲中框架在 T１、T２时刻的p值

分别为００１９、０００３８;竞争框架在 T１、T２时刻的p 值分别为０００４２、

００６６７).相比之下,亲美和讨论框架信息对被试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并

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其中,亲美框架信息对被试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主张

尽管表现出持续下降的过程,即接触这类信息后,被试关于捍卫国家经贸

安全的态度表达趋于温和,但这一前后过程并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 (亲
美框架在 T１、T２时刻的p值分别为０８０１４、０７６８９).讨论框架则经历

了先上升、再下降,并恢复至实验前的态度水平这一变化过程,但这一前

后过程同样也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 (讨论框架在 T１、T２时刻的p值分

别为０６６４３、０６７９１).

亲中框架信息出现时,被试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会表现出强大的框架效

应,但不具备持续性 (表现为一个月后被试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显著趋于实

验前的水平).显然,这与经贸安全认知模式的生成逻辑不同.这表明,相

同属性的媒体框架信息对受众的安全认知与应对态度这两个维度的作用机制

不尽相同.在竞争框架中,亲美框架信息并未能抵消亲中框架信息在塑造经

贸安全态度方面的作用.换言之,即使同时阅读亲中与亲美两种竞争性框架

信息,被试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受亲中媒体框架信息的影响更明显,即被试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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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能选择性地吸收符合其既有立场的亲中框架信息,以保持与既有信念体

系的一致.此外,在亲美框架和讨论框架下,被试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趋于

温和,但这一过程并不显著.这两组被试的态度较为稳定,且不具备明显地

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强化或弱化的持续性.这表明,在舆论高度同质化的信息

环境下,即使受众 “偶尔”接触到异质性的媒体框架信息,其维护经贸安全

的态度主张也不会显著地受这类信息的影响.

本文对民众维护国家经贸安全的态度的揭示,符合既有研究的结论,即

政治态度容易受到单一框架信息的刺激,但不具备明显的持续增强或持续减

弱的时间持续性.① 此外,亲美框架和讨论框架信息对被试维护经贸安全的

态度主张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与经贸安全的认知模式受讨论和竞争两种

媒体框架信息的影响机制恰好相反.通过比较不同属性媒体框架信息对被试

经贸安全的认知模式与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主张的作用逻辑可发现,没有任

何属性的媒体框架能同时对认知和态度两个维度均产生显著的影响,同一媒

体框架在不同时段对被试的经贸安全认知模式或维护经贸安全态度的影响,

存在作用方向与程度的差异.这反映了,在国家安全观这一系统化思维体系

中,认知模式和态度这两个维度的特质具有鲜明的差异性,这在今后的相关

研究中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更深入的分析.

图４　各组被试在不同时段关于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变化状况

说明:纵轴数字表示均值

资料来源:同图２

—２９—

① 陆屹洲、马得勇:«媒体框架效应及其持续性———以中美经贸摩擦为议题的实验研究»,第５０~
６５页.



媒体框架效应中的民众国家安全观 □　

(三)进一步的解释

表２是关于媒体框架对民众经贸安全观在认知模式和态度两个维度影响

情况的汇总.一方面,民众对涉及经贸安全事务的认知显著地受讨论框架的

影响,但未受其他三组框架信息的刺激.另一方面,民众对涉及维护经贸安

全的态度立场并未受到亲美框架或讨论框架的显著影响,但在亲中框架和竞

争框架的刺激下发生了显著地趋于强势的态度变化.亲中框架与竞争框架均

只对受众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维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没有对认知维度

产生明显的影响.相反,讨论框架只对经贸安全的认知模式产生明显的负向

影响,但未对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产生显著的影响.亲美框架对经贸安全认

知与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两个维度都未产生明显的影响.

表２　媒体框架对民众经贸安全观的影响情况汇总

经贸安全观的认知维度 经贸安全观的态度维度

T１时刻 T２时刻 T１时刻 T２时刻

亲中框架 ０ ０ ＋ －

亲美框架 ０ ＋ ０ ０

竞争框架 ０ ０ ＋ －

讨论框架 － ＋ ０ ０

说明:０表示未产生显著的影响;＋表示即时的框架信息对受众的经贸安全认知或维护经贸安全

态度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即越认为完全错在美国或越主张对美强硬);－表示即时的框架信息产生

了明显的负向效果 (即越不认为完全错在美国或越不主张对美强硬).检验方法为配对样本t检验

资料来源:同图２

在呈现被试的经贸安全认知和维护经贸安全态度的分析结果后,我们将

综合运用图式理论、锚定效应和启发法等微观的认知心理机制,结合中国特

殊的舆论环境这一重要的结构动因,就不同属性的媒体框架对民众经贸安全

事务的认知模式和态度主张的影响差异,且这种影响并不具备显著的时间持

续性两个基本问题做更深入的理论化解释,以期为读者更好地理解民众国家

安全观的生成逻辑,提供一个能融合舆论环境的制度结构与微观的认知基础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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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性分析视角.①

在经贸安全的认知维度,为何亲中框架未对被试产生显著的影响? 一方

面,由于人的认知模式先天存在一定的思维惰性,对逻辑思维 (理性思考)

能力的训练难度要远大于公众对宣传式话语的接受,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较

为稳定的认知模式或政治知识图式.另一方面,与接受科学知识或理性思辨

能力训练的西式教育模式相比,中国民众从小便开始接受爱国主义的意识形

态教育,这一实践过程更为系统,时间更长.因而不难理解,即使受到即时

的亲中框架信息的刺激,受众的认知模式也没有发生明显的波动,而是趋于

稳固.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解释竞争框架这类异质性较强的媒体信息为何未

对被试的经贸安全认知模式产生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被试选择性地吸

收其中的亲中媒体框架信息,以保持与既有信念体系的一致.这表明,长期

接受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对受众认知模式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也彰显了

过去几十年中国政府对民众涉及经贸安全事务的认知模式的塑造,取得了明

显的正面效果.此外,与人们受到亲中框架信息的刺激或长期处于国内这种

舆论同质化程度较高的信息环境中的反应不同,提供即时的讨论框架信息,

会瞬时对被试的认知模式产生明显的影响,但一个月后又明显地往最初测试

(T０时刻)的认知水平方向移动 (即被试愈倾向于认为责任完全在美方).

与亲美框架和竞争框架不同,自由讨论的舆论环境不仅提供异质性信息,还

提供了自由讨论的环境,进而更可能挑战被试既有的认知习惯或图式,使其

变得 “短暂”理性.不过,为了缓和这种自由讨论带来的认知失调,被试会

启动心理防御机制,进而使其认知模式恢复至原有的认知水平.这表明,如

果缺乏自由讨论空间的刺激,人们对涉及国家安全事务的理性认知能力可能

会受到削弱.由此不难做出的推论是,如能提供自由讨论的舆论氛围,这对

培育更加符合大国公民素养的理性认知能力大有裨益,从而为今后更有效地

应对更加激烈、不确定的国际竞争局势提供必要的 “软”实力.总体而言,

在长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受众的认知模式较为稳定,单一的同质化或异

—４９—

① 本文并不止于提供微观心理因素的解释,而是考虑将微观认知因素与宏观制度环境动因结合

起来,以尝试跳出既有研究中宏观分析与微观解释割裂的困局,以更加综合性的视野来理解民众国家

安全观这一具体政治观念的生成及演变逻辑.这一思路受著名政治学者斯坦默的启发.参见Sven
Steinmo,“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mtheCognitiveFoundationsofCooperation”,PublicPerformance&
ManagementReview,Vol４４,No５,２０２１,pp１１４０Ｇ１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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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信息,并不足以显著地影响受众的认知,同时还需提供自由讨论的舆论

氛围,才可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但这种即时的刺激效果不具备显著的时间持

续性,这总体上与当前同质化的舆论现状相符合.

在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立场方面,亲中框架和竞争框架会表现出即时的

正向刺激效应,但不具有持续性,一个月之后这种效果逐渐消失 (表现为这

两组被试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显著地趋于缓和,朝 T０时刻的态度方向移

动).这同样反映了,在长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大学

生关于如何维护国家经贸安全的态度或信念更容易受到国内同质化的舆论信

息环境的塑造,即使暂时接收到竞争框架这类兼具异质性观点的信息,也不

会轻易改变其既有的态度,而是选择性地接收、理解其中的信息内容.事实

上,这还是政治知识图式在发挥作用,被试通过熟悉的或与既有信念体系一

致的知识图式来 “调动”其爱国主义意识形态,运用启发式等思维捷径来

处理信息,进而与爱国主义信念体系保持一致,即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议

题上,倾向于主张采取强硬的政策立场.随着时间的变化,由于缺乏相应

属性的媒体框架信息的持续刺激,被试的态度反应逐渐 “冷却”下来,以

更好地适应于常态化的舆论信息环境.相比之下,亲美框架或讨论框架信

息未能对被试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产生明显的影响.这进一步显示,由于

长期接受同质化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异质性更强的媒体框架信息在

短时间内难以对被试产生显著的影响.由此可见,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公共

舆论环境,对启发民众的理性思考能力十分重要.在未来国际竞争不断加

剧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适当地通过自由讨论的舆论氛围以开启民智,塑造

民众的理性认知和温和的态度立场? 今后一段时期内国家安全教育实践仍

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发现与结论

本文以中美贸易摩擦这一复杂的经贸安全议题为实验背景,考察不同属

性的媒体框架信息对人们关于经贸安全事务的事实认知以及维护经贸安全的

态度立场的影响,进而揭示在中国特殊的信息舆论氛围下,民众国家安全观

形成及变化的内在机理.本文的研究发现主要有:一是揭示了不同媒体信息

—５９—



　□ 当代亚太　

框架对民众国家安全观的刺激存在一定的差异,尤其当受众在接触到不同属

性的媒体框架信息时,其对涉及经贸安全事务的认知以及维护经贸安全的态

度立场的影响会表现出明显的区别.相同属性的媒体框架信息,对被试的经

贸安全事实认知与维护经贸安全的态度主张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往往也存在区

别.二是同一媒体框架信息对民众经贸安全观的影响并不具有明显的时间持

续性,即一段时间后,特定媒体框架信息对被试经贸安全认知与态度的刺激

效果可能会恢复到实验前的水平,或发生了并不显著地移动.不同属性的媒

体框架信息对民众认知和态度两个维度的作用逻辑不尽相同,因而不能简单

地套用国内外关于影响一般政治态度的已有结论,来理解民众国家安全观这

一特殊信念体系的生成逻辑.这或许启示人们,需对导致国家安全观的认知

和态度出现差异背后更深层次的个体内在认知局限等心理因素,以及长期政

治社会化的环境结构因素做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本文从事实认知和态度立场两个维度对民众国家安全观做了划分,并对

媒体框架信息影响民众国家安全观的机理做了初步的探索性分析.本文目的

并不在于否定从国家行为体、政党组织等宏观层面讨论国家安全观的意义,
而是尝试从特定属性的媒体框架信息视角出发,揭示普通民众的国家安全观

的生成逻辑,把 “人民”的视角带回国家安全研究的知识谱系中.以人民安

全为宗旨,坚持群众路线的国家安全工作原则,表明深入了解普通民众有关

国家安全事务的认知模式和信念体系,是制定更加科学、更具合法性基础的

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基础.在信息海量增长、互联互通的网络时代,从媒体

框架视角考察型塑民众国家安全观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

义,不仅可以为官媒塑造民众国家安全观这一特殊的舆论政策提供合法性论

证,同时能为今后相关实践工作的改进提供政策上的启示.另外,就研究设

计思路与方法而言,本文运用实验室实验和追踪调查的研究方法,为民众国

家安全观形成的媒体框架效应机制提供了探索性分析和实证检验,尝试为国

家安全观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设计思路,希望有助于拓宽国家安全观及其

相关议题的研究空间.
(二)讨论与展望

在信息无处不在的网络时代,媒体框架信息似乎形成了对民众的 “合
围”,人们对外界局势的判断及应对,离不开所掌握的信息.国家安全观根

本上呈现的是个体层面的观念体系,但并非个体安全观念的简单相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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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需运用复杂系统思维来融合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认知基础,进而考察媒

体框架对民众国家安全观的型塑逻辑.心理机制是了解民众政治态度和行为

的一项必要条件,是个体政治态度形成的心理根源.① 作为一种信念体系,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民众的国家安全观是怎么形成的? 其内在的

心理特质与舆论监管的宏观制度结构之间是如何互动的? 即使是在同样的体

制下,并非每个人都受同一框架效应的影响,也不是每个人受同一框架的影

响程度都是相同的.这表明,今后的研究需更多关注塑造民众国家安全观的

微观心理机制.
未来相关研究可从国家安全基础理论议题和教育宣传政策实践两个层

面,展开进一步的思考.在理论上,后续的研究工作可围绕以下两项议题进

行拓展:一是探讨不同群体的国家安全观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即不同群体

在接触相应的媒体框架信息后,其国家安全观会呈现怎样的状况及差异? 导

致这些差异背后的心理机制及社会结构动因又是什么? 本文仅对民众国家安

全观的生成逻辑做初步的探索性分析,并没有直接对国家安全观型塑、演变

的心理机制 (如人格特质、意识形态立场等微观心理变量)做系统性分析,
这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进一步讨论.二是比较不同文化思维模式和政治体制下

民众国家安全观的差异.具体而言,媒体监管制度对塑造民众国家安全观的

作用体现在,不同国家的权力运行逻辑有所不同,西方式自由民主体制受社

会舆论的约束更大,因而其国家安全战略在制定过程中更具民粹化色彩,而

民主集中制则通过调研、座谈等形式或过程,形成相应的决策模式,更具精

确性和针对性.不同体制对人的思维模式的作用效果不尽相同,这或许能更

好地理解为何不同国家的国家安全战略会存在明显的差异,进而与既有从宏

观的国家行为体视角考察不同思维模式下国家安全观差异的研究展开更充分

的对话.
在政策实践上,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思考:一是针对民众的国家安全

教育实践,应以了解民众国家安全观的形成及变化的机理为基础,未来对包

括青年大学生在内的全民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实践,需充分尊重和主动掌握媒

体信息影响受众认知模式和政治态度的普遍心理规律,从政治传播的视角来

思考如何更有效地落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政策,以提高人们对涉及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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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得勇:«“匹配效应”:政治谣言的心理及意识形态根源»,载 «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５
期,第５４~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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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的认知能力,塑造更理性的维护国家安全的立场态度.二是国家对外安

全战略应对层面,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大国采取什么样的舆论宣

传战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何更好地把握竞争对手的国家安全战略生成及

演变逻辑并更有效地应对之,以实现更积极的战略对话,避免误判与冲突十

分重要.人的认知往往受到特定媒介渠道信息的影响,权力秩序在知识分

布、观念变迁过程中演变,而权力格局的重组往往受媒介技术更新的影响.①

为此,在媒介技术不断更新的信息化时代,我们需要在了解特定的舆论制度

环境及其与人的认知心理机制互动的基础上,更好地把握未来一国对外安全

战略的发展态势和动向.在什么样的情境下适合维持同质化的舆论信息环

境,什么样的情境下更适合提供能自由讨论的、开放的舆论信息环境? 推动

这两种舆论环境相互转换的动力机制、节点是什么? 对这类问题的掌握或许

关系到未来国际安全战略竞争的成效.
当然,对全民展开国家安全教育工作与大国对外安全战略应对这两个方

面并不是割裂的,而是需要更有效地融合.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后的青年一代

(即人们通常所说的 “８０后”“９０后”甚至 “００后”群体),接受长达几十年

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使他们的观念认知模式根深蒂固,这是过去几十年政府宣传与教育工作所取

得的成就.随着代际的变化,这批青年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各行业的中流砥

柱,对各领域的政策议程设置将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无疑与个体内在的认

知模式和信念体系有很大关系.然而,面对更加不确定的国际局势,一个什

么样的舆论环境才能提升民众的理性认知能力,以更加成熟、理性的大国公

民姿态去适应未来更加复杂、不确定的国际竞争局势,这是一个值得深刻反

思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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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史安斌、董关鹏译,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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